達爾文對文化的衝擊
陽明大學　程樹德教授
　　凱因斯(John  Keynes)曾經說過：“如果你自稱不受任何現代經濟學者的影響，其實你還是受某個過時經濟學思想的支配”，現代人要生存，必需有一個職業或專業，因之不能觸及各種學問，更不能深入瞭解各學問 的核心問題，他對各種事務的見解，便是從家庭、老師、朋友及報章雜誌、電視廣播所得來，這些意見的發送者，不太可能是合理公正又正確，因之社會中的人，對非常見之觀念，或是完全無知，或不一定正確，更可見林林種種或合理或怪異的扭曲，極不一致，這是我們討論一個時代一個觀念時，首先要注意的。
　　對於當代的觀念，可以用問卷或訪問的方式，察知不同人的不同看法，也可用統計方法察覺不同看法中，何者比例高，何者比例較低，但對歷史上的觀念，就沒如此方便了，通常只能從史料中尋求，但絕大多數人都不曾留下文字記錄，因此“思想史”(History  of  Ideas)的研究，只能集中於少數幾個人的言論，似乎“思想史”學者只能孜孜矻矻於幾位精英 人物，這些人或極高明，或極狂妄荒誕。
　　另外，觀念也隨時代而轉變，同一個名詞的意義會逐漸遷徙，例如“太太”一辭，以前稱呼女性長輩或尊貴的婦女，但現在已變成人妻或己妻，因之同是Evolution或是Darwinism一辭，其精確涵義，也隨時而變，這是研究“思想史”時，另一需注意之處。
　　達爾文主義(Darwinism) 自從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(1859)以來，歷經幾乎一個半世紀之久，有顯有隱，有盛有衰，誤解誤用，所在多有，是個有趣的大題目，我非研究這領域的學生，只有雜引別人的成果，向有興趣之讀者，作初步概述。
一、 達爾文主義的歷史及發展
　　研究達爾文，是過去五十年來，西方科學史學界內的最大顯學 (Darwin   Industry)，加上他的大量日記書信及筆記，業已整理出版，供學者研究，所以對他思想的變化發展，也知之漸深，在此我只能提出最粗略的梗概。
　　達爾文出生於一八零九年英格蘭中部的修斯伯瑞鎮(Shrewsbury)，祖父 (Erasmus Darwin)  及父親 (Robert  Darwin)皆是成功富裕鄉村醫生，母親是魏吉吾瓷器工廠創辦人的女兒，他八歲喪毋，十六歲時即被送到愛丁堡大學習醫，但他受不了外科手術的血腥，便轉到劍橋大學修神學，畢業那年，由於植物學教授的推介，得以上海軍軍艦“小獵犬號”(HMS Beagle)，當額外的自然學家。
　　這趟航行，是英帝國為確保海上霸權，進行南美洲東西岸海圖的測繪，但也允許科學探險，達爾文很活躍地收集動植物標本，挖掘化石，觀察地層昇降，自我訓練成地質學家及博物學者，五年後回到英國，他已是小有名氣的學者，父親答應他，不用當牧師，出資助他生活及研究。
　　達爾文出海遠航時，還篤信聖經的說法，在加拉巴哥群島(Galapagos Archipelago)，雖見了雀鳥(Finches)在各島略微不同，並沒想到“生物 轉變”理論(Transmutation of  organisms)，待他下船，在倫敦住下，與當地學術圈學者互動後，才察覺雀的變異，可當“生物轉變”的例證，但他仍沒有任何理論，可以解釋生物為何會變，他從廣泛讀書來尋求靈感，到一八三八年十月，他讀了馬爾薩斯  (Thomas  R. Malthus)“人口論”(Anessay  on  the   principle  of  population)，了解生存競爭激烈，在人群中存在，當然也在野外生物群內，“天擇”理論於焉誕生，這是他下船後十五個月。
　　達爾文隨後成家，在倫敦鄉下買棟大宅院住下，也患了痛苦的慢性疾病，他積極蒐集演化及天擇的證據，但不敢刊佈，足足拖延二十年，方才在別人的壓力下，公開及出版他的理論。
　　自從一八五九年，達爾文的“物種起源”刊行後，又有好多本書闡述演化思想，如“人類的由來、“人類圈養下動植物的變異”、及“人與動 物的情緒表達”，他用這些書來建構一整套論辯，以支持他的演化及天擇理論。
二、 達爾文主義與宗教的互動
　　要談達爾文思想與宗教有何衝突，我們得先瞭解英國當時宗教狀況，自從十六世紀宗教改革 (Reformation)興起，新教進入英倫，引發宗教間強烈衝突，勢大者歧視及迫害勢小者，加上英王傳統上常與羅馬教皇爭執，導致英國教會脫離天主教，自成一教會，稱為聖公會 (Episcopal Church)，這長期爭鬥終於產生互相容忍局面，到了十九世紀前半，各教派 已不再互相屠殺，但他們仍有一共同敵人，即“無神論者”(Atheism)，對之迫害不遺餘力，例如達爾文就讀於愛丁堡大學時，有位同學叫布朗，他曾在校內的布里尼學會 (Plinian  Society)裡，宣讀一篇論文，內用唯物主義觀點討論生命及心靈，這引發學會成員激烈爭辯，結果不但在會議記錄中刪除演說之事，連前次會議記錄也修改了，以刪除任何痕跡，這很像 蘇聯共產黨在極權時代所為，把失勢的人從歷史照片中抹去。
　　雖然各教派均不容忍無神論，但十九世紀英國思潮有“世俗化”(Secularization)
的傾向，也即在“科學革命”及“工業革命”的影響下，人的心思從“宗教”轉移到現世的成就，教會、牧師、神父及聖經的 影響漸減，在這傾向之下，英國各教會也面臨內部問題，例如“宣傳福音運動”(Evangelical   movement) 鼓吹教徒向自己心中追尋福音，另一個“牛津運動”(Oxford  movement)追尋古代傳統，有些人在此號召之下， 脫離聖公會，回到天主教內，另又有“高等批判”( Higher  criticism) 的爭議，這是翻譯了史特勞思  (D.  F.  Straus)的“耶穌傳”(Life  of Jesus,  published  in  1846)  後，所惹起的，因這書把聖經看為歷史記錄， 而非上帝的諭旨，這種看法到了一八六零年，英國聖經學者也附和著提出 一本書“論文及評論”(Essays  and  Reviews) 後，掀起大爭議，也就是這一時候，達爾文的“物種起源”出現，讓教會面臨內憂外患。
　　知識豐富的讀者都知道，在“起源”出版後之次年，英國科學促進會在牛津舉行的年會中，主教韋伯弗司  (Wilberforce) 與老赫胥黎  (T. Huxley) 的爭辯，在表面上來看，兩人爭論到底人是否由猿所演變而來，但它的深層意義，則是“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為何？”是上帝的子民，能藉 祈禱修行向善？還是改良的猿猴，能墮落成野蠻的動物？例如有人問名人 迪斯雷里   (Disraeli)，人是猿猴還是天使時，他說；“人應該是在天使那 一邊”，而另一個例子則是，當屋斯特主教 (Bishop  of  Worcester) 的妻子聽到“物種起源”後說：“人從猿猴變來的？老天爺！希望這是假的，但若是真的，那就拜託老天爺，千萬別讓人知道”，這表示那時社會上層人士，是很怕人自甘墮落的，依我的分析，在社會上層的掌權人，鐵定不 希望無力小民訴諸“野獸手段”來反抗。
　　達爾文很不願參與爭議，但不少人願意參與，最有名的當然是老赫胥黎，而引發更多爭議的，倒是史賓塞(Herbert   Spencer)的“演化哲學”，他認為牛頓既已揭示了“自然”依照定律運行，像機械般轉動，但其結果是普遍的進步，在這種樂觀態度下，人既是演化過程的產品，而“道德倫理”當然也非神明所頒示，所以人必須要依循自然的規律，創造新的倫理道德，科學的力量愈來愈大，它解釋自然的範圍愈來愈廣，在一八七四年，名科學家丁鐸爾 (John Tyndall)在他的“貝爾法斯特演講”(Belfast   Address)中，也就這麼提倡，達爾文的演化論當然促進了此種信心的增長，總而言之，這“唯物哲學”或“演化的自然主義”的整套 說法，在當時引起很多討論。
　　這種純唯物純自然觀點，許多當時生物學家不能接受，因之而有各種調解或妥協的思想出現，反之許多宗教人士，並非全然反對達爾文的說法，可以說，在兩極端間，意見是紛紜的，我且分析幾位人物的想法。保守的生物學者仍堅持物種不變，是上帝用奇蹟創造的，因之聖經所揭示真 理，當然是人心要尊奉要追尋的，這些人的代表是哈佛教授阿格西(Louis Agassiz)，及道生爵士 (Sir  J.  W.  Dawson)。
　　而許多生物學者能接受生物轉變之說法，但不能接受冰冰冷冷的、沒有目的、沒有人生目標的世界，因此或把“進步觀念”，或把“上帝設計”“人類例外論”加入生物演變思想內。
　　史賓塞雖大力提倡演化倫理，但受流行的“進步”思想影響，不但主 張“自由放任”，也服膺拉馬克 (J. B. Lamarck)  的“用進廢退”，後天性狀能夠遺傳之說法，所以他倡導的演化，不但不是達爾文主義，反接近拉馬克主義，導致前者在十九世紀末葉衰落下來。
　　美國植物學家葛雷(Asa Gray)是達爾文的大支持者，但他又是虔誠的基督徒，想調和演化與信仰，這可稱之為“有神演化論”(Theistic evolutionism)，他認為達爾文演化理論並不比牛頓的物理學更無神，因為兩個理論都只說宇宙如何運作，並不談是由誰所設計，其背後是否有神，可由人自行決定，說到天擇時，他可以把“目的”牽扯進來，因天擇讓生 物適合多變環境，而且朝更佳組織狀態改良，這不也符合造物主的慈祥及設計嗎？造物主用自然定律來推動祂終極的目的，一位造了鐘錶，然後讓它自動運行的上帝，不會比一位操控萬物忙碌萬分無所不管無所不在的上帝差吧！
　　而又有幾位生物學家，同意演化及天擇，但到人類時，就是無法承認人類不過是自然產品也，純偶然出現，並無特別目的或深意，華理斯(Alfred   Wallace) 即最有名的典型，他是“天擇”理論之共同發現人，但在人類靈魂前竟然躊躇了，不敢跨過目的論與唯物論的鴻溝，他主張上帝還是插了一手，才讓人有了靈魂，而其他動物沒受此恩寵，並無靈魂， 達爾文對此，有點驚訝及失望。地質學之巨擘，達爾文尊敬的師長萊爾(Charles  Lyell)，也有類似看法。
　　以上所言，表示在那時代，接受演化或天擇的專業生物學者，仍能把互相矛盾的新舊觀念，兼容並蓄於腦中，甚至還在有意識的思索中，設法 予以調和。
　　現代研究人類意識的學者，把腦的運作，假設成“模組式”(Modular) 且互相分離，就可以解釋何以互相矛盾的觀念，可以並存腦中，而沒有一個“邏輯機器”，運行腦中檢查所有觀念是否都相互協調而非相互矛盾，如電腦防毒軟體能掃描全部軟體般。只有在思索狀態下，人才可以提出兩 個觀念排比分析其相互矛盾與否。
　　宗教家中，也非一片反對聲音，例如喀爾文教派牧師(Calvinism)，很願意接受天擇及演化，因自然規律之運作後，不一定能保證“進步”之體現，這與他們相信“人是墮落有罪者，自身努力無法得到救贖，必得有超越此世界的上帝纔可得救”的思想很相配。所以一個科學理論提出後，其在社會中造成的衝擊，是千變萬化的，不能用兩個極端的鬥爭，這麼簡 單圖像來描繪。
三、 達爾文主義對社會的影響
　　一個純科學理論是描繪自然的粗糙模型，若被拿來用在社會及政治思辯及政策上，是違反提出者本意的，因之二十世紀前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(Social Darwinism)及優生學(Eugenics)，有很多惡行惡果，但不該把賬算在達爾文或演化學者頭上。
　　一般認為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承認競爭，主張自由放任，讓資本主義盡量發揮，這常常被歸源於史賓塞，達爾文本人倒反對用暴力及詐騙來競爭。事實上，達爾文主義首先被用在政治上，倒是一些傳統的自由主義者，他們不反對社會有統治階級，只是反對地主的權力太大，以至於讓他們腐化墮落，這些自由主義者希望專業階級如律師、醫師、工程師等人， 能對社會有更大之影響力。這該算是改革主張，或較左的自由主義引用天擇以鞏固論點，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較贊成自力更生，支持資本主義精神，同意優勝劣敗，又略近右派之保守主義，因此可見，同一理念常被用來支撐左或右、進步或保守主張，不管怎樣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英國社會並沒重大影響。
　　所謂的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被用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，則首見於貝吉荷(Bagehot)的“物理與政治”（一八七二年），他主張歷史上強國支配弱國，是因強國對文明發展有大貢獻，弱國因無貢獻只得被征服，他之言論偏離了天擇論，是因他不注重個體競爭，反希望個人屈服於社會意志中。而天擇強調個體間競爭生殖優勢。
　　在德國，由於“民族主義”情緒高漲，人民普遍存有支持中央政府、爭取德國在世界的領先地位、優秀民族要支配劣等民族等主張，倒變成德國“社會達爾文主義”的主要口號，名生物學者海克爾 (E. Haeckel) 即是熱心之鼓吹者。德國統一成第二帝國，急於向海外擴充殖民地，在八國聯軍中，德軍特別野蠻，以及一次世界大戰之爆發，均與這些思想泛濫有 關。
　　但一次大戰之後，極端種族主義的“納粹主義”(Nazism)倒與達爾文主義沒甚麼關係，其起源有下，一是日爾曼傳統的“人民優越”(Aryan supremacy)偏見，一是尼采的“超人”觀，一是黑格爾的“國家至上”之 理想主義哲學。
　　有更壞影響的是盛行許久的優生學，達爾文提過，在文明社會中，天擇會略為放鬆，使原來被淘汰的人生存下來，這只是他一項觀察，並沒有以之有所主張或鼓吹何種政策，倒是他表弟高爾頓 (Galton)宣言這問題很嚴重了，該由政府來管制，他在一八八三年創造了“優生學”(Eugenics) 一詞，且主張“積極優生”即讓“專業階級”多生孩子，而“消極優生” 即讓較低能力人少生孩子。
　　在英國，高爾頓主張並未大行其道，倒是流行到美國後，產生了“排除移民法”（一九二四年）及強迫絕育。到一九三零年代，優生運動漸衰退，原因何在？一般人歸因於遺傳學的進步，掃除一些誤解，如特徵並非一個基因決定，環境也很重要等，但據學者舍黎 (Searle)說，納粹在一九三三年得勢於德國後，有些恐怖措施，讓英美大眾警覺到了，極權國家控制生殖權力之後，後果有多可怕，待“屠殺猶太”暴行揭露後，優生學終被揚棄。
四、 達爾文主義對現代思潮的影響
　　在二十世紀之初，孟德爾(G. Mendel)遺傳學初興，居然使達爾文主 義中衰了一陣子，但二十世紀中葉分子生物學興起，對演化生物學的影響倒是在另一個方面，即意氣風發的分子生物學家看不起老領域的學者，想侵佔他們在各生物學系的教職，擴大自己影響及版圖，例如哈佛大學生物系中，華生(J.  D.  Watson)即盡力排擠生態學演化學者。
　　但生物學各領域已大幅成長，各大學生物相關科系增多，足讓演化學者仍有立錐之地，一九六零年代以後，演化新理論接連出現，如“親族選擇”“性選擇”“賽局理論”，使這領域生氣勃勃，分子生物學這時又提供了許多新技術，使各理論有精細技術予以檢驗，更使演化研究如虎添翼，可以說，分子生物學大大幫助了演化生物學，使之進入新黃金時代。
　　心理學近年被演化思維侵入，產生了“演化心理學” (Evolutionary Psychology)的新領域，在二十世紀前半，美國心理學界被“行為學派”所籠罩，這一學派不在乎“心”是何物，只要把它當成一個黑箱子，給動物一個刺激，看動物有何反應，行為的塑造及改造，全看怎樣設計“刺激”，因之學派大老史金那  (B. F. Skinner)甚至可以說，只要給他適當的社會控制法，他可以創造一個美麗新世界。
　　這行為學派逐漸衰落，一方面是，不少人實在想看看“黑箱子”的結構和運作，另一方面，不同動物在相同刺激下，畢竟有不同反應，不看動物演化史的差異，研究就進入了死胡同，研究“腦”的心理學，變成“生 理心理學”，而引入演化理論的心理學，就成了“演化心理學”。
　　例如後父母是否真像“灰姑娘”及“白雪公主”內後母那樣殘酷？行為學派心理學不能處理，因它只能關切父母生長的環境，看他們學到何種教養子女的方法，而不能探索後父母的“繁衍後代”的演化利益，是否能由養子女所滿足，而演化心理學可指出人心非白紙，上面早寫了不少規定，親生子女是傳宗接代的唯一媒介，當然得呵護倍至，但養子女無此功 能，甚至反有妨害，因此較易予以虐待。
　　另一受演化滲透的學問，是人類學，此學問一向分為兩大學門， 體質人類學 (Physical
anthropology)分析人的演化及分歧，早已融化入演化生物學，是其一分枝，另一學門是文化人類學 (Cultural anthropology)，在二十世紀初，美國人類學巨擘博亞士(F.   Boas)認為文化才是決定人類行為的主因，所以著意於發掘各文化之差異，他學生米德 (M.  Mead) 及班乃迪特 (R.  Benedict)伸張師教，使其主張大盛於美國 人類學界。
　　但各人類社會文化雖不同，行為相同之處仍遠多於不同，號稱和平沒暴力的社會，還是潛存暴力，號稱沒有“性焦慮性衝突”的社會，仍有很多“強暴”“嫉妒”“情殺”，用演化思維分析這些共通處，可以引出新發現新推論，因之文化人類學洋溢演化理論。
　　動物行為學(Ethology)是另一個受演化影響的學科，二次大戰前後，興起於歐洲，一方面它不同於美國盛行的行為主義心理學，一方面強調本能、固定行為模式，似極強調先天的重要，而創始人之一勞倫茲 (K. Lorenz)  居然曾在納粹軍中服役，更啟人疑竇，因之較晚方被美國學界所 接受，這領域因起源於歐洲，原本已重視演化，現又充分引用各種新的演化理論，成為演化生物學內，一個重要分支。
　　至於社會科學內的另外三大領域：政治、經濟、社會，也都漸見演化思維，例如自一九六零年代起，珍古德 (J.   Goodall) 及其他學者長期觀察黑猩猩行為，發現不但其形成群體，而且有群間及群內暴力鬥爭，這暴力程度可以用環境資源及生殖資源多寡，來予以解釋，由於人與黑猩猩是最接近的兩個種，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對人間暴力提出假設，也較能了解歷史上大屠殺的起源，也能設法防止未來的種族清洗 (Ethnic   cleansing) 及偏狹的種族主義  (Racism)，這是演化思維進入政治學之一例。
　　至於在生物學各個次領域中，演化當然是最根本最有統一性的大基礎，像物理學裡的重力定律或原子學說，但因有些次領域或重視結構，例如蛋白質結構學或解剖學，或重現物理化學之細微作用如生物化學，則較少見演化思維之滲入，這類學生也沒修習演化生物學。演化思維在生態學、分類學、比較解剖學、生物地理學、古生物學等，佔重要地位。
　　在應用生物學內，雖見不到演化思維，但無處不依賴演化這事實，例如為何可以用小鼠、貓、狗來做醫療藥物研究呢？從它們得到的數據，怎樣能應用到人身上呢？如果他們是分別由上帝創造，則結構功能不保證相似，不能自動假設結論能用在人身上，就因生物都有共同祖先，所以不論研究細菌或酵母，結果還是有廣泛應用價值，縱使許多人否決演化，這演 化事實卻是他們行之而不知的。
　　基因體學興起後，最流行DNA序列的比對，以資發現可能的功能，甚至 以之設計藥物，所有這些活動的基礎假設，也是“共同祖先”。
　　達爾文主義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始，受讚美、咒罵、誤用、改變，蔚為大觀，這是人性與文化的互動，是人類各種生存價值的互相衝突，從一位演化生物學家看來，這些爭議，是否“無事自擾”呢？（Much   ado   about nothing!）是否人群中大部分人均愚蠢無知沒能思考呢？但從一位基本教 義派人士(Fundamentalist)觀之，演化論摧毀道德基礎，是洪水猛獸，怎能不反對到底呢？
　　以賽亞。柏林 (Isaiah   Berlin)在他的“馬基維利的原創性”(The  Originality   of   Machiavelli)一文中，評論馬氏的思想成就，並非如克羅齊 (B. Croce)所言，將政治與倫理分離，乃在於將兩種倫理觀分離並對立之，其一方是西方的基督教倫理，另一方是馬基維利極崇拜的古代倫 理，即伯里克利斯(Pericles) 的民主雅典及羅馬共和國生活方式，柏林 認為，從馬氏造成的倫理觀對立及衝突，看到近代價值多元化契機，因之柏林認為馬氏最大貢獻，在於他為後人豎起一塊“永恆的問題之碑”，
“他實事求是地認識到，各種目標同樣終極，同樣神聖”。這種多元的且懷疑的態度，可以解所有“偏執狂式信仰”的毒害，為“經驗主義“、寬容、妥協敞開大門。
　　達爾文主義該算是“經驗主義”及科學的產品，它不想也不可能吞噬各種信仰，但它所代表的多元價值精神，正也是西方文化及全世界文化的瑰寶，值得人們來捍衛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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